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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创新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国城市间“人才争夺战”的展开，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引起了各方关注。本文以2006—2018年中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研究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流动的增加显著推动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人口流动可以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影响城市创新能力。从异质性结果看，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加凸显。本文丰富了人口流动与创新能力关系的相关文献，对城市制定人口流动政策、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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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ar for Talent" among Chinese c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of all parties. This paper uses 2006-2018 Chinese Vice-provincial c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as samples to study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mobility on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mobility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abov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can affect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rough improving the level of urban human capital and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Judging from the heterogeneous result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on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is more prominent in cities with higher population size.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ity to formulate population mobility policy and enhance urban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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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等限制性政策的逐步放开以及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带来了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已经突破14亿人，其中流动人口达到了2.36亿人，流动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6.86%。从资源要素的角度看，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会对生产效率产生一定影响（陈秋玲等[1]），人口流动势必会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鉴于此，中国多个城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西安等）争相推出优惠政策，吸引人才落户。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城市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单元，是国家进行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对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现有文献中，关于人口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或收入分化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蔡翼飞和张车伟[2]；朱江丽和李子联[3]），而研究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能力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
人口流动既会带来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重塑城市人口分配格局，又会导致城市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影响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与人口流动相伴而来的还有城市管理、文化沟通等问题。那么，对于城市创新能力而言，人口流动到底具有何种影响？其中作用机制如何？本文以中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城市制定人口和创新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以中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对城市层面的人口流动与创新能力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文献补充；不仅分析人口流动对创新能力的基本影响，还进一步提出人口流动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两条传导路径；探讨在不同人口规模下，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现象。本文首先进行文献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说，继而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假说检验，最后总结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中国目前正在进入创新驱动转型阶段，根据创新系统理论可知，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在创新活动中，任何与之相关的因素都可能对创新的变动产生影响。李文贵和余明桂[4]考察了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中国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非国有股权可以提高民营化企业的创新活动。胡艳和汪徐[5]利用中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7—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推动区域创新绩效，但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创新绩效具有抑制作用。围绕创新系统理论，学者们大多强调了各系统内部创新主体之间以及与相关组织的互动作用，却忽略了创新要素在系统之间的流动作用。
人口，作为创新要素之一，它的流动将丰富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为城市提供丰富的创新资源要素，直接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一方面，人口流动提高了流入城市就业市场的工作搜寻匹配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为城市创新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与普通的劳动力相比，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往往具有更高的流动性（Storper and Scott[6]；吕拉昌等[7]），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了人力资本对提高研发部门产出的重要作用，这些高技能人口的流入带来新知识和新技术的转移，通过对它们的熟练运用并进行一定的升级完善，人口流动可以直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Chellaraj等[8]的研究显示，国外研究生移民对迁入地的创新产生了正向作用，外国研究生人数的增加可以增加美国专利申请和授权量。Hunt and Gauthier-Loiselle[9]的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以美国为样本，研究了技术移民对当地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学毕业生中移民的专利申请数是本地毕业生的两倍。Paul[10]以澳大利亚为研究样本，对移民和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移民可以促进创新并对社会创业和生产力产生正向作用。从国内的研究文献看，陈秋玲等[1]指出，人力资本的流动性释放可以激励个人创新，进而提升部门的创新产出效率。
现阶段，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从人口绝对规模看，中国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实际变动水平十分有限，从人口结构上看，未来中国人口发展的基本轨迹也是可以确定的，而人口迁移流动尚具有无限潜力（段成荣和程梦瑶[11]）。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往往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张萃[12]）。结合理论文献研究，本文认为，在各城市逐渐拆除人口自由流动壁垒的背景下，人口流动将成为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人口流动带来了创新要素的转移，人口流动的增加可以提高城市创新能力。
从具体的作用机制看，人口流动带来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创新思想的碰撞与融合，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竞争与合作中激发了城市的整体创新活力。通过面对面的沟通，人口流动直接促进了知识在城市之间的交流、扩散，此时，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不仅会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力，还可以提升高技能劳动力周围劳动力（包括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率（陆铭[13]），从而提高了城市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了城市创新能力。此外，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可以提高现有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还可以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侯力[14]）。Niebuhr[15]以德国为例，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员工，他们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不同之处增强了地区R&D部门的绩效，一定程度上说明与移民有关的文化多样性的溢出效应超过了由于沟通障碍等造成的成本。张萃[12]研究了外来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的资源配置作用以及文化多样性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提出对外来劳动力的吸纳与融合提高了城市的创新活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人口流动可以通过影响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作用。
对产业而言，人口流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区内部产业的升级以及产业在不同地区的转移、分布（曹芳芳等[16]）。一方面，在城市规模经济作用下，人口流动可以降低产业内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技术交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催生出行业的新模式、新业态，特别是企业家的流入还可以带来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推动企业所在产业的升级完善；另一方面，人口的跨地区流动主要促进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继而改变了流入地区的就业结构和相应的产业结构，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史桂芬和李真[17]），而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的升级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作用（吴丰华、刘瑞明[18]）。Lee[19]以英国的中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移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企业家或合伙人比例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引进新产品、新工艺。肖智等[20]提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系最为密切，二者相互作用，进而引起劳动力的集聚与分散。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人口流动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作用。
人口流动虽然为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供了要素资源，但对不同的城市而言，该要素资源对创新能力的作用程度还受到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大量的人口流入会使政府承受更多的管理支出成本，导致财政在创新方面支出的减少，不利于城市创新活动的展开，人口过多还会产生拥挤效应，造成居民生活成本的提高，降低集聚效率，进而削弱创新主体的创新意愿，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不利因素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进行改善，特别是人口集聚程度和外来人口反而可以降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公共支出的人口规模弹性（王伟同和魏胜广[21]；陆铭[13]），一般而言，大城市具有良好的城市管理服务能力和创新基础，更容易成为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地，因此，在大城市，要素资源集聚产生的创新效益可能比中小城市更加明显。Ciccone and Hall[22]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在美国就业人口更密集的地区，集聚效应可以抵消拥挤效应。Carlino等[23]认为，城市规模和人口密度会影响创新，富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或者城市人口小于100万的城市往往拥有更高的专利强度。高翔[24]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通过构建模型，对城市规模、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规模的扩大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中国城市创新能力，还可以与人力资本产生交互作用，共同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4：
假说4：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中，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

2 估计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2.1估计方法
在上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先，本文构建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的基准面板模型：
                                                （1）
其中，表示城市创新能力，表示人口流动，表示可能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其他变量，表示城市，表示时间，表示截距项，表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表示随机误差项。
其次，本文借鉴韩先锋等[25]、张骞和李长英[26]的做法，通过引入中介变量，进一步分析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本文所使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主要基于Baron and Kenny在1986年提出的因果逐步回归分析法，[27]根据该方法，除了计量模型式（1）外，还需构建如下模型：
                                                 （2）
                                         （3）
其中，表示中介变量，其他变量与前文含义一致。
最后，本文借鉴Hansen[28]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通过实证，检验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中，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程度是否具有异质性。与传统的连乘或者分组检验相比，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异质性影响的检验，既可以对门槛值进行准确估计，又可以对估计的门槛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误差（刘耀彬等[29]）。本文构建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4）
其中，表示门槛变量，表示指示函数，为待估计的门槛值，上式为存在一个门槛值的情况，在当存在多个门槛值时，可对式（4）进行拓展，其他变量与前文含义一致。面板门槛回归可以根据估计出的门槛值，将研究样本划分成不同的区间，继而对不同区间内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比较和分析。
2.2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创新能力（）。目前，文献中关于创新能力的衡量指标使用较多的是专利、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新产品项目。由于新产品销售收入容易受到销售部门的产品推广或者促销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无法完全反映出创新活动过程中的实际产出价值，新产品项目数只能反映出数量意义上的增减，无法反映每个项目具体的规模，在可比性方面有所欠缺，而专利作为创新产出的直接体现，具有严格的审批标准和横向可比性，因此，相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和新产品项目，专利成为目前文献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指标。本文使用专利申请授权量作为城市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
(2)主要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为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目前，国内文献中关于人口流动的替代指标较多使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或比值，这类方法忽视了户籍人口自身的变动，而单从户籍人口的自然变动或机械变动角度计算，同样容易产生偏差。本文参考邵宜航等[30]的做法，使用人口流动规模（净流动人口）作为替代变量，该指标综合了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流动情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5）
(3)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依次为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关于人力资本水平，Moretti[31]曾指出，不同学历的人力资本产生的外部性并不相同，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部性要高于高中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一般来说，地区高等学校在校生越多，意味着该地区的人力储备越丰富，相应的人力资本水平就越高，因此，本文使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替代变量。关于产业结构升级，该指标主要用于衡量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在信息化的推动下，产业结构升级也是经济结构服务化不断加深的过程（干春晖等[32]；黎绍凯等[33]）。本文参考王芳等[34]的做法，使用各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作为替代变量。
(4)门槛变量。本文使用城市的常住人口作为门槛变量，用来反映城市的人口规模。根据前文分析，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中，人口流动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大城市往往拥有较高的城市管理服务能力，提高人口密度反而可以缓解城市拥堵问题（陆铭[35]），进一步吸引人口流动，实现创新效益。段瑞君[36]的研究指出，拥挤效应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集聚经济可以显著的影响城市规模。
(5)控制变量。为缓解内生性问题，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模型中还控制了以下变量：
金融发展水平（）。创新活动的进行离不开外部资金的支持，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为企业扩充了创新的资金来源，提高了研发部门的创新动力。同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还意味着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创新可以选择更加多样化的融资方式。最后，金融机构本身还可以通过风险分散机制、监督机制促进企业的知识、人力积累和技术升级。本文使用存贷款之和占城市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
政府支持力度（），中国对资源配置采用的是市场与政府双轨制的模式，政府支持虽然对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韩先锋等[25]），但当政府干预过度时，也可能会损害经济效率（刘生龙和胡鞍钢[37]）。本文使用各个城市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支持力度的替代标量，该值越高，表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
此外，参考吕拉昌等[7]的做法，本文还控制了城市中工业企业规模（），具体使用城市工业企业数量表示，用以反映城市中企业的专利倾向。
2.3数据说明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此后各地纷纷加强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因此，本文的起始时间为2006年。同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可比性和综合性原则，选取2006—2018年中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具体包括：北京、天津、沈阳、大连、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厦门、济南、青岛、武汉、广州、深圳、重庆、成都、西安（长春和哈尔滨人口数据存在较多缺失，故剔除）。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CEIC数据库、各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统计局、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相关政府网站等，缺失数据主要采用平均增长率方式补齐。相关计量结果使用stata14.0软件运行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其中，从被解释变量的最值看，专利申请授权量最小值为0.177 2万件，最大值为14.025 1万件，二者相差13.847 9万件，标准偏差达到了2.361 6，一定程度上说明城市之间的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A
	221 
	2.459 0 
	2.361 6 
	0.177 2 
	14.025 1 

	PM
	221 
	2.541 5 
	3.075 6 
	-4.150 2 
	9.928 8 

	FD
	221 
	3.973 4 
	1.160 1 
	1.829 4 
	7.900 6 

	GOV
	221 
	0.137 2 
	0.044 1 
	0.068 0 
	0.265 9 

	IE
	221 
	4.790 8 
	3.108 9 
	0.890 0 
	18.792 0 

	HC
	221 
	0.498 9 
	0.261 5 
	0.051 2 
	1.086 4 

	STR
	221 
	1.361 2 
	0.677 6 
	0.725 1 
	5.022 2 

	TP
	221 
	11.810 0 
	6.551 4 
	2.880 0 
	31.017 9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的基准回归
基准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列（1）和列（2）依次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列（3）和列（4）依次为加入控制变量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列（1）和列（2）的结果显示，在未引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人口流动带来的创新效益可能大于相应的城市管理和沟通成本，人口流动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在引入控制变量后，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作用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表明人口流动可以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印证了假说1。对于模型的选择，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均应选择基于固定效应的基准面板模型回归结果，模型拟合度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说明控制变量引入的合理性，由列（3）的影响系数看，人口流动每提高1个单位，将带动城市创新能力提高0.998 1个单位。
控制变量中，由列（3）可以发现，在5%的水平下，金融发展水平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创新能力将会提高0.493 1个单位，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可知，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缩短企业的融资时间，扩大融资渠道，有利于激励企业创新，进而带动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政府支持力度在1%的水平下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有利于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可能的原因是政府的支持可以给创新主体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创新环境，相关政策红利可以吸引外来企业的进入，增加地区创新活力。工业企业规模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当前城市的工业企业发展并没有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需要面临一定的技术研发风险，当激励不足以抵消风险时，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虽然工业企业规模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创新的概率，但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大多具有国有化性质，除了面对市场竞争，还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降低了这些企业的创新意愿（冯宗宪等[38]），难以发挥创新主体的创新效应。
表2基准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变量
	专利申请授权量
	专利申请授权量
	专利申请授权量
	专利申请授权量

	PM
	1.775 1***
	0.817 9***
	0.998 1*** 
	0.448 9*** 

	[bookmark: _Hlk44753288]FD
	
	
	0.493 1** 
	0.479 0*** 

	GOV
	
	
	27.174 9*** 
	27.346 7*** 

	IE
	
	
	-0.099 5 
	-0.151 9*** 

	_cons
	-2.052 5***
	0.380 4
	-5.288 3*** 
	-3.609 1*** 

	Within—R2
	0.482 4        
	0.482 4       
	0.630 7     
	0.611 6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下文同。
3.2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的作用机制
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分别引入人力资本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变量，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如表3，其中，列（1）复制了表2中列（3）的结果。
由表3可以看出，总效应检验中，人口流动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由列（2）可知，在1%的水平下，人口流动对城市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人力资本水平提高0.040 4个单位，可以进行下一步中介效应的检验，由列（3）可知，在1%的水平下，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从影响系数看，城市人力资本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创新能力提高3.587 3个单位，结合列（1）和列（2）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可以判断中介效应存在，从列（3）的影响系数可知，人口流动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创新能力可以直接提升0.853 3个单位，而通过影响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人口流动可以使城市创新能力间接提升0.144 9（即0.040 4×3.587 3）个单位，说明人口流动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可以通过提高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印证了假说2，其中，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
由列（4）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在1%的水平下，人口流动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同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每提高1个单位，产业结构升级提高0.090 0个单位。由列（5）可知，产业结构升级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创新能力提高2.990 3个单位，结合列（1）和列（4）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可知，中介效应存在，从列（5）的影响系数可知，人口流动每提高1个单位，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使城市创新能力间接提升0.269 1（即0.090 0×2.990 3）个单位，说明人口流动可以通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印证了假说3。
表3中介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5）

	变量
	专利申请授权量
	人力资本水平
	专利申请授权量
	产业结构升级
	专利申请授权量

	PM
	0.998 1***
	0.040 4***
	0.853 3*** 
	0.090 0***
	0.717 1*** 

	HC
	
	
	3.587 3*** 
	
	

	STR
	
	
	
	
	2.990 3*** 

	FD
	0.493 1** 
	0.017 6 
	0.430 0* 
	0.177 9*** 
	0.008 7 

	GOV
	27.174 9*** 
	0.787 3** 
	24.350 6*** 
	2.369 7*** 
	19.575 9*** 

	IE
	-0.099 5 
	0.010 4*** 
	-0.136 7** 
	-0.045 8*** 
	0.035 2 

	_cons
	-5.288 3*** 
	0.168 7*** 
	-5.893 6*** 
	0.319 9** 
	-6.322 9*** 

	Within—R2
	0.630 7     
	0.354 0               
	0.644 3   
	0.613 3             
	0.712 3


说明：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除列（4）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外，其余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
3.3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影响
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在不同人口规模情况下，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首先，进行门槛存在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其次，在控制相关变量下，以城市人口规模为门槛变量的模型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4可知，当以人口规模作为门槛变量时，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但在10%的水平下无法接受双门槛检验，因此，该模型最终选择采用单一门槛回归模型。其中，人口规模的门槛值为12.926 8。
表4 门槛存在性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检验
	P值
	trim
	结论

	TP
	单一门槛
	0.070 0
	（0.01）
	接受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0.606 7
	（0.01，0.01）
	拒绝双重门槛


由表5可以看出，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高，其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越强。从影响系数看，当城市人口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下显著，影响系数为0.317 5，当人口规模高于门槛值时，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系数上升为0.851 4。根据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中，人口流动产生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大，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能的原因是大城市在城市管理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经验，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从而增强了人口的集聚效应，人口流动带来人口的多样性刺激了城市创新活动的展开和技术的更新、升级，提高了城市创新活力。
表5 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bookmark: _Hlk43877337]变量
	PM1
	PM2
	FD
	GOV
	IE

	估计值
	0.317 5
	0.851 4
	0.428 9
	30.412 2
	-0.116 6

	T值
	1.82
	6.33
	2.04
	5.53
	-2.09


综上所述，人口流动可以提高城市创新能力，特别是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中，人口流动不仅不会成为城市创新的阻力，反而可能会倒逼城市提高公共管理服务水平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吸引人口流入，形成正反馈效应，强化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印证了假说4。

4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并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将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检验：首先，在基准面板模型回归中，将人口流动、金融发展水平、政府支持水平和工业企业规模均滞后一期，运用面板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能力的基本线性关系进行重新检验[表6，列（1）]；其次，参考韩先锋等[25]的做法，通过剔除部分年度的研究样本，对模型重新估计。本文去掉首年和末年，即选择2007—2017年的样本，对中介效应进行重新估计[表6，列（2）至列（6）]；最后，通过缩尾使数据平滑，考察在人口规模的门槛作用下，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异质性影响（表7）。
从表6可以看出，当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后，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估计结果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只是影响系数存在差异；当采取剔除首尾年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时，由列（2）~列（4）可知，人口流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估计系数在各模型回归的估计结果中均显著，说明中介效应存在，人口流动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同理，由列（2）、列（5）和列（6）可知，人口流动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与上文结论具有一致性。
表6面板模型回归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变量
	专利申请授权量
	专利申请授权量
	人力资本
	专利申请授权量
	产业结构升级
	专利申请授权量

	PM
	0.934 7*** 
	0.885 1***
	0.034 0***
	0.746 1*** 
	0.068 9***
	0.737 1***

	HC
	
	
	
	3.273 6*** 
	
	

	STR
	
	
	
	
	
	2.231 6*** 

	FD
	0.548 0** 
	0.452 0** 
	0.017 1 
	0.400 1** 
	0.196 2*** 
	0.040 7 

	GOV
	30.225 7*** 
	25.133 9*** 
	0.627 1* 
	23.158 4*** 
	1.600 9** 
	21.190 5*** 

	IE
	-0.058 4 
	-0.117 8** 
	0.005 1 
	-0.141 7*** 
	-0.036 1*** 
	-0.036 1 

	_cons
	-5.682 1*** 
	-4.615 1*** 
	0.235 9*** 
	-5.307 9*** 
	0.338 8** 
	-5.446 0*** 

	Within—R2
	0.671 6           
	0.687 6
	0.311 0          
	0.701 8
	0.641 5
	0.730 1    


说明：1.列（1）中各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后回归的估计值。2. 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除列（3）和列（5）为随机效应模型外，其余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由表7可知，当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平滑处理，再进行稳健性检验时，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并且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促进作用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回归结果与原估计结果只是数值上略有差异，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表7 门槛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M1
	PM2
	FD
	GOV
	IE

	估计值
	0.324 5
	0.857 7
	0.428 3
	30.293 7
	-0.117 2

	T值
	1.86
	6.36
	2.04
	5.51
	-2.11


说明：门槛存在性检验中，门槛变量在10%的水平下通过单一门槛检验，但未通过双重门槛检验，因此使用单一门槛回归估计结果。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06—2018年中国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模型，检验了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人口流动带来丰富的劳动力和创新资源，对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相关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人口流动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
第二，从人口流动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作用于城市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得人口流动可以通过知识、文化的传播、扩散，提高城市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相关实证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每提高1个单位，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使城市创新能力间接提升0.144 9个单位，验证了人力资本水平在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第三，从人口流动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城市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看，一方面，人口在产业内的流动可以降低企业的沟通成本，提高新技术的应用、更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人口在产业间的流动可以改善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相关实证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每提高1个单位，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使城市创新能力间接提升0.269 1个单位，验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第四，从影响的异质性角度看，由于中国各城市的发展存在阶段性和治理能力等方面差异，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存在异质性现象。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口规模的门槛值前后，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表现出逐渐增强的正向促进作用，验证了在人口规模作用下，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存在异质性影响。
随着创新驱动升级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未来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可能会更加频繁，对流动人口进行合理管控并最大化人口流动的创新效应将成为各城市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协调人口流动与城市创新能力的关系：
第一，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人口流动为城市创新能力提供了活力和源泉，但中国的一些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户限制依然存在，人口流动的积极性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降低人口流动的户籍壁垒。目前国家已经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未来可以参考国外成功经验并选取个别特大、超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的部分中心城区作为试验田，研究如何有序、合理放宽超大城市人口落户的限制。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合理引导，提高流动人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他们的创新热情和积极性。例如鼓励企业、社区等组织团建活动、社区文艺晚会等，通过组织、参与活动促进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沟通和融合。
第二，保持人口流动政策的灵活性，注重提高人口质量，加速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需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通过动态调整人口政策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最终实现人口流动与产业结构和创新发展阶段相协调。此外，中国多个城市竞相出台“抢人”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内部出现人才缺口问题，尽管短期内鼓励外来人口落户可以快速增加城市人力资本，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但是长期仍需要兼顾对外人才引进与对内提高本地教育和技能培训水平。例如增加教育财政投入，重点发展高等教育领域等。
第三，对于人口流动问题需要实施差异化管理政策。人口流动通常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对创新能力的作用更加凸显，因此，对于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需要制定与本地区相适宜的政策。对于人口规模小于门槛值的城市而言，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需要积极鼓励人口流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强化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对于人口规模超过门槛值的城市而言，人口流动可以较好促进城市创新能力，需要维持现有优势并更加注重流动人口与城市创新发展目标的匹配问题，加速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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